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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性别伦理的多维思考

与前瞻性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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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时代的性别问题首先表现为原有性别问题在技术中的映射与放大，具体包括两

个维度：一是人工智能的技术逻辑使得其有可能习得已有的性别偏见，并通过算法实现性别偏

见、性别歧视的“客观化”；二是人工智能技术从业者的性别单一性导致单向度性别伦理观念

与价值标准在技术开发与应用过程中的嵌入，使得人工智能的应用无法实现对于公平等社会公

共价值的回应。同时，“第三性”的“人造智能生命体”的出现也催生出人-机交往的新问题，即

机器生命的跨性别特征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两性二元对立的框架，增加性别交往与性别伦理的

维度。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通过劳动替代改变社会分工结构中性别的嵌入关系，促进

交往体验“共享”与“共情”，有助于性别伦理建构回归具体的社会情境，而借助性别化身体的

解构则进一步指向自然差异基础上的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为“自主”性别伦理观的建构提

供条件。当然，技术并不能自发推动性别问题的解决与新的性别伦理观念的形成，还需要社会

治理行动者的前瞻性治理来释放其解放特质。政府可以通过提前进行理念更新与职能调整，主

动挖掘性别问题并设计针对性的治理工具，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与应用过程中“科学家共同

体”的形成，推进人工智能时代新性别伦理观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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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两性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基本维度，性别伦

理则是调整和规范两性关系的伦理原则与价值

理念，具体涉及对性别差异、性别角色，以及性

别间互动关系的规定与调整。近年来，在人工

智能技术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性别歧视的案例，

包括服务类机器人的女性化设计、亚马逊自主

招聘程序对女性应聘者的歧视、智能司法审判

中的种族与性别歧视等。人工智能时代的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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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否仍然存在？人工智能时代应该建构的

性别伦理是什么？政府治理是否应该为未来智

能社会的性别伦理建构做前瞻性准备？这些问

题需要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全面到来之前进行深

入思考，并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形成指导，否

则那些在前人工智能时代存在的性别问题都

将拟人化地复制到未来智能社会，人工智能技

术终究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手段，而非

目的，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是技术的

理应归属。

 

二、认识维度：性别问题的伦理
溯源

20世纪后期，作为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运

动，女性主义运动引发人们对于性别问题的广

泛关注，性别研究“逐渐发展成为集日常体验、

政治诉求、文学书写、文化表征和批评理论为一

体的跨学科话语体系”[1]，性别角色、性别规范

与女性的社会地位等问题也成为伦理学、社会

学与政治学关注的重要内容。从实践发展来看，

女性已经走出了依附于家庭或者男性的生存状

态，并开始承担广泛的社会角色，在政治、经济

等领域享有与男性相同的合法权利。但是，随着

女性社会参与的日益广泛，性别歧视、男女不平

等问题也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似乎女性在通过

斗争获得与男性相同的“平等权利”之后又进入

了新的困境：女性虽然在名义上获得了与男性相

同的权利，但在社会生活的具体领域中仍然没有

摆脱社会与文化对女性的“特殊要求”。性别问

题与性别伦理都是在一定社会结构与历史情境

中发展与建构的，性别不仅仅是人的一种自然差

异，同时也是决定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的重要

因素。性别的自然差异与社会差异的互动决定了

两性关系的样态，生理上的自然差异是男性与女

性获得规定性的前提，而社会差异则系统体现了

性别间的权力结构与支配关系。近代以来，基于

对待性别差异的不同立场，形成了解决性别问

题的三种伦理进路：平等伦理、差异伦理和解

放伦理[2](P30)。

平等伦理是自启蒙运动以来、随着自由主

义的发展而兴起的，这种伦理进路强调人具有

共同的“类本质”，基于这种同一性，“人人生而

自由、平等”得以成立，要求在新的政治制度、

思想观念中建构人人平等的社会制度。基于人

的“类本质”的平等伦理在道德上指向的是人

的平等、自由等道义性的价值理念，在政治上

则具体化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原

则，即每个人都拥有相同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

利。启蒙思想家认为普遍的人性是人所具有的

理性精神，理性精神是每个人都共同分享的，

而不需要将性别作为前提。可以说，在普遍人

性面前，性别差异是不值一提的，不管男性，还

是女性都应当努力去追寻和开发自己作为人所

具有的理性精神，从而使自己获得作为人所具

有的尊严。平等伦理肯定了女性与男性的平等

地位，认为女性不管在人格特征或能力上都具

有与男性相似的特征，“既坚持女性的到场，特

别是占有人类自由与义务上的公平份额，与此

同时，肯定女性与男性之间的特殊差异本身并

无价值，而只是人类为未能顺应我们自己的人

性理念的结果。因此，女性的出现只是为了消

失”[2](P30)。男性和女性的自然差异在社会建构

的过程中被取消，男性和女性的关系被认为是

平等的，这种平等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个基本

的框架，也为消除农业社会以来所存在的“男

尊女卑”提供依据。虽然平等伦理将理性作为

男性与女性共享的本质，但是，女性却往往在心

理气质、能力等方面被认为是偏向于感性的甚

至感情用事的。并且，虽然现有的社会制度是

以平等伦理为基础去进行社会建构的，并具有

了形式上的平等性，但是，在现实生活情境中，

仍然缺乏实现实质性平等的制度安排，女性仍

然被认为是弱于男性的存在，“女性理性主体的

建立必须拒绝与女性气质相关联的特征，女性

独特的品质和能力未获承认，与女性‘天然’对

应的身体的权利和体验常常被忽略甚至不称其

为‘合法’的权利”[3]，女性仍然在社会分工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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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角色的扮演中受到了限制和歧视，例如女性

在就业市场中面临的歧视等。平等伦理对于男

性与女性自然差异的主动规避虽然让其自身获

得了一定的合法性，也建构相应的正义规则和

正义基础，但是，这种规避也暗示了性别差异

的存在是不合理的，女性不应证明自身的存在，

而是应当在对同一性人的“类本质”的追求中

逐渐消亡。

与平等伦理一同成长起来的是要求正视性

别差异的差异伦理，这一进路强调人生而为男

性或女性的自然差异，认为平等伦理提出的人

的“类本质”事实上是一种抽象的同一性，应

当在承认男性和女性自然差异的基础上重新思

考“人的本质是什么”这一问题。差异伦理寻找

和重新界定女性的本质，使得“女性”摆脱父权

制的压制，在伦理学文本中被重新发展，并且也

使得现代国家的制度建构充分考虑到了性别差

异的因素。“20世纪女性主义的主张和福利国家

（诸如家庭工资）的实践，都是基于女性与男性

的差异而作出的制度安排。这些理论和实践在

承认女性与男性的性别差异方面，都可以说是

一种积极的进步，但是，由于这些制度安排又必

然会制造出另一类不平等”[4]，差异伦理从生物

学上不可通约的差异出发，继续寻找作为女性

应当具有的“类本质”，重新评估女性的价值，

试图用女性的经验、标准来取代占主导地位的

男性经验与标准，矫正男性中心主义的话语结

构。“女性本身具有不可判定性的特征，然而一

旦被给予本质化的对待，不论是将她们本质化

为抽象的像男人一样的‘人’，还是将她们本质

化为具体的‘女人’，都与女性本身的不可判定

性相悖”[5]。如果说平等伦理是用男性的气质、

能力充当人类的本质，那么，差异伦理的发展

则存在着用女性特质取代男性特质来作为同一

性的人“类本质”的嫌疑。从这个维度来看，差

异伦理仍然是受到平等伦理“非此即彼”的思

维方式的限制，是平等伦理在另一极端上的强

化，片面强调女性特殊的生理差异及其道德优

越性，导致女性与男性之间的竞争与性别歧视

的倒置。

解放伦理则在“人的解放”的主题之下对

性别伦理进行反思，性别是在不同历史情境中

建构起来的，相比较于自然差异，女性与男性的

本质是由社会现实所建构的，也就是由一定的

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所决定的，从属于一定的

权力结构。因此，随着社会历史情境的变革，男

性与女性的定位及其互动关系也将发生相应的

转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中指出，私有制的形成使得女性成为男性的财

产和附庸，农业社会的身份等级制度下人与人

的关系是一种依附性的关系，在性别问题上表

现为女性对于男性的依附，这是一种直接的人

对人的压迫；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业社会建构了自

由、平等的基本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人对

人的直接压迫，但是，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制度

建构则将女性重新置于制度性不平等的境地当

中，制度性的物化中介造成对女性的压迫。虽

然女性问题是相对凸显的性别问题，但是，性

别问题不仅仅表现为女性问题，男性，以及同

性恋者、双性人等边缘群体也面临着一定的歧

视，建立在一定政治经济基础上的社会结构、

制度安排等因素是导致性别问题的根本原因。

既然性别问题是由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决

定的，渗透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领

域，性别问题的解决也应当通过社会结构的系

统性变革来实现。

平等伦理与差异伦理都没有摆脱两性二元

对立的思维模式，反而陷入了男性优越与女性

优越的争论之中，解放伦理则认为性别问题是

由社会结构的不平等所导致的普遍性问题的一

种表现形式，着重分析性别问题产生的社会原

因，对于性别问题的解决与性别伦理的建构具

有宏观指导意义。“性别差异基于自然，两性的

社会差异已经构成历史，只有正视这些差异，

才可能在人类社会中找到相对自由的生存空

间”[6]（P263）。性别问题广泛存在于政治、经济、

文化与日常生活领域，其根源在于男性中心主义

的社会结构与伦理体系对男性与女性及其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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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进行强制性的规制，形成性别化身体与特

定性别气质、性别角色、社会身份与社会责任

之间单一的、强制性的对应关系。事实上，医

学与生命 科学的发展证明多元化的性别与性

别取向存在的合理性，跨界性别实践也凸显性

别化身体与性别气质、性别关系间多元化对应

关系，这为重新思考男性中心主义性别规范与

性别事实间的关系奠定基础。性别是在不同历

史情境中建构起来的，相比较于自然差异，女

性与男性的本质是由社会现实所规定的，也就

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所决定的，从

属于一定的权力结构。因此，随着社会历史情

境的变革，男性与女性的定位及其互动关系也

将发生相应的转变。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

用将从个体与社会维度对人进行“赋权”，从社

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重塑性别伦理建构的基础，

尤其是“机器人的形象可以用来为消除自然/技

术、男性/女性、动物/人类、主体/客体的两分法

服务”[7]（P200）。

三、建构维度：人工智能时代新
的性别伦理观

无论是美剧《西部世界》中自我意识不断

觉醒的机器接待员，还是日常生活领域中的人

脸识别、语音翻译等技术的应用都指向人工智

能技术的覆盖性和颠覆性，智能决策系统正在

广泛应用于招聘、医疗、司法审判等社会领域，

深刻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与社会治理情境。但是，

新的治理情境并非纯技术性的升级，它仍然无

法脱离人类社会需要遵循的伦理准则，并有可

能引发新的伦理问题，其中性别伦理问题尤为

令人担忧。性别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具有新的

表现形式。其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具有高复制性，使得性别问题以乘积效应倍增。

“数据”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原料，其本身就

是对现实社会的虚拟体现。“大数据”既包含

人们行为活动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体现

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偏见，并且这两者混

杂，无法严格区分。作为性别问题的重要表现，

女性歧视问题广泛地存在于社会分工的各 个

领域，表现为大数据中特殊的关联关系或关系

结构，例如由于性别歧视导致女性与高收入工

作间的相关性低于男性与高收入工作间的关联

性。虽然机器学习等算法已经能够在大数据基

础上进行自我训练和自我学习，但是，人工智能

所遵循计算逻辑与推理难以辨别大数据中的伦

理因素，也无法像人一样自觉地去抵制偏见，而

是很有可能在自主学习过程中将大数据中存在

的性别偏见或歧视当作社会事实或客观规律而

加以接受与深化。数据计算与科学分析就给偏

见与歧视提供技术与科学的“铠甲”，从而造成

人工智能技术使用过程中性别问题以乘积效应

倍增。其二，从业者的性别单一性导致开发视

角的单向性。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克服人的思维阈限与非理性情感因素的

干扰，从而实现科学决策，为社会问题的解决

与社会价值的创造提供新的行动方案，但与其

他技术一样，人工智能技术的算法开发与设计

也嵌入了从业者的伦理观念与价值标准，而相

关统计表明人工智能领域的从业者大部分为男

性，男性有可能因为缺乏对女性差异化需求的

关注，而导致技术开发过程中女性视角和女性

体验的缺乏，并很有可能将既有的性别歧视观

念带入技术开发中，尤其是当人工智能技术运

用于司法审判、公共政策制定等领域对人的信

用、能力、犯罪风险进行评估时，无法保证评估

无偏见和无歧视。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必须对社会公平、公共利益等公共价值做出回

应，这就要求算法涉及的具体计算方式、关键

变量的选择必须符合相应的伦理标准，而不同

性别群体的需求及其体验性知识都是界定公共

价值、实现公共利益的客观依据，是实现算法

设计与应用上的公平与无歧视的前提。其三，

人工智能内生的“无性别”特征淡化男性与女

性二元对立的性别冲突，也导致性别问题的复

杂化。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结果之一，机器

人本身可能是“无性别”的，或者它们的性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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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有可能通过劳动替代的方式为人的自由

而全面的发展创造条件，重新定义男性与女性

在社会分工体系中的职业角色。人类社会的发

展是从分工开始的，根据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考

察，早期的社会分工主要是建立在自然差异的

基础上，性别及其连带的体力等方面的差异是

社会分工的基础。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社会分工

日益复杂化，形成了庞大的专业化分工体系，人

不断被嵌入其中，并受分工体系的支配。随着社

会分工结构被固化为一种模式后，分工的专业

化对人的技能和能力进行了阉割，导致劳动的

异化与“单向度的人”。女性走出家庭，进入社

会化的分工体系中，在社会分工体系中占据了一

定的地位，这是女性解放和实现社会平等的重

要进展。但是，社会中仍然广泛存在着“照顾责

任女性化”[10]的问题，部分女性无法在家庭照

料与社会化工作之间做出自主选择，更多情况

下在从事社会化工作的同时还必须承担家务、

子女教养、老人照料等责任，并且在社会化工作

与家庭照料中，女性的贡献往往被低估，导致女

性的权益受到损害。人工智能与其说是对人类

劳动主宰地位的挑战，倒不如说是对人类劳动

的解放和超越。[11]在不远的将来，人工智能将

改变现有的职业和就业结构，使人向自由的劳

动者回归。人工智能在替代劳动的过程中，也带

来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升，人从劳动和现

有的分工体系中解放出来，并有可能通过社会

福利与保障体系的完善解决个体生存问题，提

高人的就业和劳动选择的自主性，劳动不再是

异化状态下与压迫、痛苦联系在一起的支配性

劳动，而是人实现其自由发展的一种方式。人工

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出现，不仅可以将妇女从

家务中解放出来，还可以替代人类进行体力劳

动，消除因体力上差异而带来的男女歧视问题，

从而让女性获得就业平等。[12]人工智能的劳动

替代为女性摆脱社会分工中的支配与性别歧视

创造条件，从而滋生新的性别伦理。但是，这种

性别替代也有可能在短期内导致女性失业问题

的加剧，需要社会治理者从就业转移、教育、社

由人所开发和赋予的。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

展进入强人工智能阶段，智能机器人可能会广

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与智能机器

人之间的交往将成为一种常态，传统的性别伦

理调整的是人与人之间基于性别差异所产生的

伦理关系，性别问题也主要表现为男性与女性

的二元对立，智能机器人则不存在生理上的性

别差异，智能机器人的广泛应用及其与人类的

交往实践有可能基于“无性别差异”而淡化男

性与女性之间的性别冲突，同时又增加了性别

伦理的关系维度，要求我们重新思考人与智能

机器人之间的性别伦理关系，扩展性别伦理本

身的维度与面向。

性别问题与性别伦理都是在一定社会历史

情境中发展与建构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与

应用在引发新的性别问题的同时，也为性别问

题的解决和新的性别伦理的建构提供条件。从

根本上来说，性别问题的解决要通过人的解放

来得以实现，表现为人基于自身的生理和心理

特征自由选择自己的性别角色与功能，展现自己

的性别气质，决定自己在性别关系、社会分工体

系中的角色与位置，这种自主选择的能力是解

决性别问题与建构性别伦理的关键，而人工智

能技术的应用有可能为“自主”性别伦理的建

构提供新的论据与发展路径。

“女性对自身的意识不是由她的性欲确定

的，而是反映了一种取决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处

境，这个结构表现了人类达到的技术发展的程

度。”[8]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最初是为了实现劳

动替代的目的，即用人工智能代替人去完成人

力无法完成的或者是危险的工作，从而减轻人

的劳动负担，提高劳动效率，这也是弱人工智

能发展阶段实现的主要目标。机器代替、辅助

人从事大量生产、服务与思维性工作，涉及制造

业、服务业等多个行业，应用范围广泛。“在45

年内AI在所有任务中表现超过人类的可能性有

50%，在120年内所有的人类工作都将实现自动

化。由此，人类历史即将进入新纪元。”[9]人工

智能对于劳动的替代直接冲击现有的社会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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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迪斯·巴特勒从“性别规范”出发阐发了“性别操演”理论。性别规范是广泛存在于社会实践中的显性的与隐性的

观念与规则。性别规范一方面规制着以性别为基础的行为，另一方面也通过这些行为得以显现，并发挥规范作用，但

是，性别规范并不是性别行为本身，性别行为可以通过语言活动、戏剧性表演、仪式等方式演绎性别规范，也有可能因

为错误使用、迁移等方式而改变性别规范的发展方向。做出性别行为的“身体”是具有一定的能动性的，性别规范与

性别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是“性别操演”的具体过程。关于性别规范与性别操演理论的详细分析可以参见巴特勒在

《消解性别》一书中的论述。

会保障等领域设置相应的保护与预防机制，推

动社会就业结构的转型，扩大人在社会分工结

构中自主选择的权利。

如果说技术是对人的延伸，那么，人工智能

的劳动替代不仅仅是对人体力的替代和提升，

也是对人智力的补充和增进。人工智能技术是

以大数据为原料，以算法为程序的一种智能计

算，这种智能计算能力在社会各领域的应用从

总体上提升了人的认知水平和行动能力，也为性

别问题的解决与性别伦理的建构提供新的论

据与方向。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降低

信息收集和信息分析的成本，提高信息分析的

能力，使得在经济行为和治理行为中能够对现

实世界的差异性内容进行更好的认知和分析，

从而能够从个性、具体性和差异性的角度去改

变人们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大数据已经成为

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其生产是每个人都参与

其中的，这使得数据所建构的虚拟世界具有开

放性，多元群体的生活体验、知识得以共在和

共享，原本被同一性掩盖下的差异得以表达并

实现“共现”，从而在“他者”参与之下形成对于

“共在世界”的重新认知。在这里运作的政治

概念关注的主要是生存问题，即，如何创造一个

世界，使得那些认为自己的性别和欲望不合乎

规范的人能够生活在其中。[13](P224)主流伦理学，

包括性别伦理都具有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主

张从抽象原则和普遍原则出发，去寻找解决性

别问题的答案，将具体的伦理主体从生活的具

体情境和情感互动中抽取出来，导致性别问题

与社会情境的分离，从而使伦理学的研究仅仅

具有形式上的同一性，缺乏对复杂社会情境与

问题情境的回应。性别问题的凸显要求伦理学

摆脱形而上学的发展路径，从具体的生活情境

出发为两性关系的调整提供科学的依据。大数

据中来自于女性及少数性别群体的多样化性

别体验与实践重塑性别伦理建构的情境，通过

“共情”等方式促进我们对性别差异的重新认

知，为突破男性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提供经验

依据，但这并不是要强化男性与女性及其他性

别群体之间的对立，而是展现性别事实的多样

性与真实性，“利用那些处于各种不同群体地位

的人们的情境化的知识作为资源，从而扩展每

个人的理解并且激励他们超越他们自身的狭隘

利益”[14]，从而有可能在对性别事实进行重新

认知的基础上重新思考性别话语的建构，消解

性别规范中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推动“自主”

性别话语与性别伦理的发展。

性别问题存在的根源之一在于 性别化的

身体，身体与性别差异之间关系是思考性别

问题的原点，身体也是解决性别问题的切入点

之一。在性别伦理的建构中存在着生物决定与

社会建构的争论，女性主义的相关研究强调女

性身份的文化建构，认为是男性中心主义的话

语体系建构了女性在性别关系中的“他者”地

位与角色，导致性别压迫。但是，这种观点无

法对性别化身体的生理差异做出回应，导致自

然差异与社会差异之间的断裂，并陷入了男性

与女性二元 对立的话 语体系。身体 处在改变

(becoming)这个模式中，存在变成其他形式的可

能，因此，身体能以无数方式来对付规范、超

越规范、重塑规范，并向我们展现出，那些我

们认为约束着我们的现实实际上都有着变化的

可能性[13](P222)。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

从“性别操演”①的过程中发现身体并不具有确

定不变的主体性，身体在自身能动性与社会建

构的共同作用下不断流变，具备在多样化性别

实践中反作用于性别规范的可能性。“消解性

别”从思考身体的物质性开始，而重新思考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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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是“真实的”和“自然的”的规范概念又是形

成性别差异的源头。[15]不断显现的多样化、跨

界性别实践，以及人工智能生命体的出现则正

在打乱性别与性别化身体的对应关系，性别差

异的二元对立与区分日渐模糊化，为重新思考

性别规范与性别事实本身之间的关系提供新的

契机，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智能生命体的

出现将进一步剥离性别与身体之间的确定性联

系。从智能程序Siri到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技

术的发展正在伦理关系中嵌入新的因素——跨

性别的交往关系。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进

入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阶段，具备学习和

环境适应能力的智能机器人将广泛融入社会生

活中。我们暂且不需要讨论人工智能是否具有

自我感知、意向性等问题，因为智能机器人在

不理解人类的各种感觉、感情的情况下也是能

够表征人类的感情、意识，并与人进行交往互

动。如果说性别是人的基本属性，那么智能机器

人则是无性别的，或者说机器人的性别是可以

由人进行选择的，机器人的身体与性别之间的

对应关系不再完全从属于已有的性别规范。人

工智能技术与基因工程的结合，以及人—机接

口技术的发展，人的身体与智力都有可能通过

芯片植入、器官替换等途径不断更新迭代，推

进生命的发展进入3.0阶段，即人类可以自己进

行身体与意识的自主塑造[16]。人之所以为人的

决定性因素在于人具有自主意识，建构丰富的

文化与精神世界，人的意识和精神世界是由人

所创造的，属于社会性产物，而人作为生物的规

定性一直以来都是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身体

的进化是漫长的自然过程，而人工智能技术与

生物技术科学的发展有可能实现人对于身体的

自主改造，性别化身体的自然规定性有可能成

为可以进行自主选择的可变因素。无论是无性

别或跨性别的智能机器人，还是可以自主进化

的身体都指向男性与女性二元对立的强制性逻

辑，前者增加了性别伦理的维度，即人与机器人

之间的伦理关系，跨性别的交往关系与实践的

常态化则有可能重新标注性别关系中的权力网

络、话语与知识；后者则进一步消解由自然差异

延伸出的男性与女性的对立，打破自然差异无

法超越的限定性前提，使人可以自主决定自己的

性别角色及其承担的性别功能，从道德、审美

或其他维度进行自我规定和自我实现。

四、行动维度：前瞻性治理的
策略选择

对性别伦理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最终都

指向对“人是什么”这一终极问题的追问，性别

伦理的重新建构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都应当

推进“人的解放”这一目标的实现，但是，该目

标的实现并不是自觉完成的，而是需要通过前

瞻性治理行动引领技术发展的方向，解决技术

发展与应用过程中产生的负面溢出问题，从而

释放技术的解放特质，消解现有性别规范中男

性中心主义的单一性与压迫性，以人的独立自

主的选择能力为目标来建构新的性别伦理。

政府应在人工智能发展中倡导以“人的解

放”和自主选择能力的实现为目标，并提前进行

职能调整。比如，人工智能技术的劳动替代将

人从社会分工结构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将造

成失业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根

据社会分工的结构性转型要求开展治理行动。

人工智能技术的劳动替代，一方面是全面性的，

即对社会各个行业进行“智能+”的改造和替

代；另一方面则是结构性的，即社会分工结构的

变革。全行业的大失业与劳动方式的普遍脑力

化，这对于未来政府职能转型提出新要求，即

人工智能革命下的政府，需要承担大量的教育

职责[17]。政府首先需要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完

善应对失业问题及其引起的社会恐慌，并促进

社会教育职能的扩展，引导人通过自主学习、终

身学习的方式不断适应迅速变化的社会分工结

构和人—机交互的工作环境，在获得职业技能

的同时实现自我的全面发展。从长远来看，人工

智能技术的劳动替代将使人从异化的劳动之下

解放出来，越来越多的人将从事创造性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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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服务工作，劳动的自主性与人在社会分工

结构中的流动性将日益增强，人们可以选择探

索个人喜欢或者擅长的领域，在创造性劳动中

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并拓展个人能力，充分展

现个性，性别压迫将失去存在的物质基础，人可

以自主选择自己的社会地位与生活状况，人的自

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统一到了人寻求全面

而自由发展的行动之中。

政府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主动挖掘性别

问题，并设计针对性的治理工具。南茜·弗雷

泽在分析20世纪后期西方福利国家的治理危

机时指出，男性中心主义的性别秩序的瓦解是

导致福利国家治理危机的根源之一，以男性为

主导的家庭模式与就业模式正在被同性恋家

庭、单亲母亲家庭等多样化的家庭模式与就业

模式所冲击，形成缺乏稳定就业和更多元的家

庭社会[18]。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些社会原发性、

内生性的性别问题将通过大数据、区块链、云

计算等技术被精准描画和广泛传播，并成为政

府治理数据流中的一股，但其边界模糊且不确

定，性别问题需要政府的主动挖掘才能从大数

据中清洗出来，从而使政府设计出有效的性别

问题治理工具。政府利用人工智能的技术支撑

从被动回应转向主动挖掘，精准获取不同性别

群体的多元化诉求，改变不同性别群体对已有

性别实践与性别伦理的认知，形成新伦理观下

的受众群体及治理情境。同时，政府可以在决

策过程中嵌入人工治理的伦理感知与伦理抉择

能力，从而提升政府创造性解决性别问题的能

力，针对主动挖掘的性别问题，改革现有基本制

度框架，通过法律、公共政策以及个性化公共

服务供给等方式，协调人与人、人与机器人、机

器人之间的互动关系。

政府可以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与应用过程

中推动“科学家共同体”的形成。算法和数据是

人工智能技术的基础，数据可以说是人工智能

技术的“原料”，而算法则是人工智能技术运行

的基本原则，决定人工智能要实现的目标及实

现的具体途径[19]。目前人工智能应用中的性别

歧视问题也主要来自于数据与算法。大数据复

制了现实社会中女性、少数性别群体的歧视与

偏见，并且算法设计者有意或无意的价值观嵌

入也是技术应用中性别歧视的来源之一。对于

歧视首先可以通过对数据来源、数据质量的预

先甄选，保证数据的广泛性与真实性；同时，强

化人工智能对于非结构化数据的计算能力，尤

其是要提升其对于人的心理、感情的识别和分

析能力，充分识别数据的情境性特征，避免人

工智能技术对于数据做出情境脱嵌式的片面理

解，减少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中的性别歧视。

对于算法中可能存在的歧视性设定，根本的解

决路径不在于增加人工智能领域的女性从业

者，为人工智能中算法的设计增加女性视角，而

是需要政府强化对于算法的伦理评估。算法设

计总体上遵循的是计算逻辑和效率原则，系统

的伦理考量与审视则是相对缺乏的。解决算法

中的歧视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算法的计算逻辑

开源解决“算法黑箱”的问题；另一方面则需要

通过政府“元治理”促成“科学家共同体”的形

成，建立包括技术专家、伦理专家、心理学家、

使用者等多方参与的伦理评估体系，在设计阶

段嵌入相应的伦理原则，在实验阶段对人工智

能的计算结果进行伦理评估，在推广阶段对人

工智能产品的社会嵌入进行伦理调适[20]，实现

政府与社会对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应用的全过

程的伦理审视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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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dimensional Thinking on Gender Ethics and Prospective Governance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HAO Na& ZHANG Yu
Abstract: The gender issue in the AI era is manifested as the mapping and amplification of the original 

gender issue in technology, which includes two dimensions: First, the technical logic of AI makes it possible 
to acquire the existing gender bias and “object” it through algorithms. Second, the gender uniformit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practitioners leads to the embedding of one-dimensional gender ethics and 
value standards in the process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making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mpossible to respond to social public values such as fairn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emerge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t life forms” of the “third sex” has also created a new problem of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that is, the transgender characteristics of machine life can break through the framework 
of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the two sexes to a certain extent, increasing gender communication and 
dimensions of gender ethics.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changing 
the embedded relationship of gender in the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structure through labor substitution, and 
the sharing of communication experience and “empathy” will help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ethics to return to specific social situations, and the use of gendered bodies points to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men and women based on natural differences, which provides condi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utonomous” gender ethics. Of course, technology cannot spontaneously promote the 
resolution of gender issues and the formation of new gender ethic concepts. It also requires forward-looking 
governance by social governance actors to release its liberating qualities. The government can advance the 
concept of new gender ethics in the AI era by updating concepts and its functions, proactively exploring 
gender issues and designing targeted governance tools, and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a “community of 
scientist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I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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